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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重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沈坤荣，金 刚

( 南京大学 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十三五时期，中国亟需寻求下一轮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动力，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重点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是现实可行的最优选择。本文首先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困境出发，阐释选择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政策的必然性。继而论述了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非资本投入为重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
要性。进一步地，从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及配置效率三个方面针对性地总结了具体改革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
题和可能的解决路径。总而言之，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是以提升全要素
生产率为重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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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

持较长时间的中高速增长，是当前社会各界急切

关注的热点问题。虽然经济基本面依然强劲，但
不可否认当前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不足: 一方

面，从需求视角来看，出口方面，受美国金融危

机、欧洲债务危机后主要国家再工业化的影响，
出口呈下降趋势，并且我国出口更多的是加工贸

易型产品，附加值低的状况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改

变。消费方面，伴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和城镇化进
程，劳动收入份额减少，并且受制于社会保障制

度缺陷，使得城乡之间出现日益严重的收入分配

不平等问题，消费需求受到抑制。投资方面，由
于政府的垄断和行政干预，许多行业缺乏民间投

资参与，主要依靠政府进行投资，而由于缺乏市

场规范，依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存在种种

问题。另一方面，从供给视角来看，劳动、资本、
土地、制度及技术等要素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
用，但是因为较长时间一孩政策的推行，中国正

加速步入老龄化社会，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使得人

口红利消失，企业用工成本上涨，再加上资本边

际收益递减，以增加劳动和资本数量来推动中国

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已经基本殆尽。而土地前
期使用缺乏效率，又受到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制

约，未来土地租值上升趋势已不可逆，低地价吸

引招商投资的模式也很难再持续推动经济实现

高速增长。
基于此，当前唯有从供给侧出发，通过制度

变革和技术改进着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才能有

效解决十三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经济增长动力

不足的问题。问题是，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提升全
要素生产率?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全要素生产率

是经济增长不能被劳动和资本增加所解释的部

分，一般包括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配置效率等
方面。从这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确
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所在。
首先，技术效率指应用当前已有技术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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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可以视为衡量创新技术产业化程度的指标。
我国专利数量虽然在逐年快速上升，但是整体产

业化水平还很低。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
在于我国专利存在结构性问题，外围专利多而发

明专利少，另一方面在于专利供给与产业需求之

间存在匹配失衡。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创
新体制机制，鼓励发明专利的创新，减少创新市

场的失灵，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并且确保企业成

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同时在产学研各主体

之间形成便捷的知识扩散与共享渠道［1］。
其次，技术进步指技术水平向最前沿技术逼

近的程度。过去三十多年，我国主要凭借技术购
买基础上的逆向工程式模仿创新来提升整体技

术水平，但随着我国整体技术水平逐渐向发达国

家靠拢，继续通过技术购买等方式获取前沿技术

的空间收窄。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培育以自主
创新为主的技术创新模式。一方面，构建有利于
科研人员创新的体制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提高科研人员待遇，使得科研人员对未来有一个

较好的预期，从而能够遵循创新的客观规律，脚

踏实地专心从事科研，避免急功近利、粗制滥造。
营造全社会对知识的尊重，鼓励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但是要避免产生与 GDP 崇拜类似的创新
崇拜，实事求是地引导适宜性创新［2］。另一方
面，保护市场与企业家精神，避免行政干预，政府

从顶层设计和政策保障出发，给予企业家充分的

自由，引导企业家从事持续创新而非其他投机

行为。
再次，配置效率指要素配置与有效配置或最

优组合的接近程度。受到体制制约，我国要素市
场间长期存在流通障碍，使得资源配置存在明显

的误配现象，主要表现为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
空间上的低效配置。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劳动等
要素实现了城乡间从无到有的流通，但是横亘在

城乡之间的体制藩篱至今仍然在阻碍劳动等要

素的有效配置，使得资源分配呈现畸形。此外，
近年来偏向中西部地区的土地供应政策引致了

东部地区房价的过快上升，进而推动了东部地区

的工资上涨，对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效率产生了显

著的负面影响［3］。
因此，要想从供给侧出发，使得全要素生产

率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需要在阻碍创新成果

产业化、创新要素有效配置的环节进行体制创

新，并且着力提升自主创新水平，考虑到当前导

致自主创新水平不高的根本原因同样在于体制

痼疾，因此，体制改革就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的关键所在。进一步的问题是，体制改革具体改
什么? 中央，提出了要简政放权、减少管制、破除
垄断、改革国企、优化公共服务、降低交易成本、
改善营商环境等，从本质来看，实际上就是认识

政府边界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职能分工的问题。
事实上，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都有由其根本性

质决定的利益诉求，从而也都存在相应的局限

性。对于政府来说，过去常常一味讲政府要做好
“扶持之手”的工作，实际上是不够准确的，正如
著名经济学家安德鲁·施莱弗［4］认为的，政府常
常是“掠夺之手”，只有在强调政府利益约束合
理性的基础上，考虑民众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才更

加现实且可行。而对于市场来说，作为“看不见
的手”，市场并不能够包治百病，这已经被福利经
济学第一定理和市场失灵理论所证明。因此，二
者的关系或许可以这样表述:政府需要在保护市

场、尊重市场的制度框架下承担应有的角色
扮演。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可以重构经济增长新动

力，促进新产业的增量发展，同时，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也要处理好过去几年经济发展的存量问题。
当前主要的存量问题在于过剩产能、弱势企业、
积压房地产库存及相对较高的金融风险等四个

方面，在处理这些存量的过程中同样需要梳理好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第一，化解产能过剩。当前我国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利润不断降低，工业价格持续回落，PPI
已经连续四十多个月下滑，产能过剩是症结所

在，其中主要的重化工产品如钢、水泥、玻璃等过
剩最为严重。为什么会出现产能过剩，理解背后
的原因可能有助于我们找出解决问题的“药
方”。可能的原因是: 其一，1994 年分税制改革
以后，财政分权、政治集权的制度使得中央和地
方能够保持一致的利益，有效促进了经济活力的

释放，但同时地方政府也有了更大动力去扩充税

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一

定程度上带来了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的问题，这

从全国遍地开花的产业园区中就可见一斑。其
二，产能过剩并非总量上的过剩，而是结构性的

过剩，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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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各种产品的质量也有越来

越高的需求，而相应的产品供给却相当缺乏，直

接催生了出国消费热、海外代购潮的现象。有研
究显示，2013 年以来国内航空客运增速缓慢下
行，但跨境出游却持续高增长，可见，当前中国制

造业产能过剩的部分原因并不是缺少需求，而是

供给与需求错配。
无论是地方政府之间的无序竞争，还是供需

错配，本质上都是政府过度行政干预市场的后

果。未来的调整方向是可以鼓励地方政府之间
形成标尺竞争，但是要尊重市场规律，避免大规

模的重复建设，对于一些不被市场所容纳的僵尸

企业更要坚决淘汰，而不是强行输血维持其生

存。考虑到处理“僵尸企业”可能会涉及到不良
资产处置、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地方政府需
要谨慎处理，至少做到: 一是引导企业之间尽可

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通过国际产能合作

等方式促进市场出清。二是政府要针对性出台
相关的社会政策进行兜底，减少潜在的失业可能

对社会稳定的冲击。在调整过程中，政府尤其需
要避免出现新的计划经济思维，“一刀切”地对
所有产能过剩不加辨识地进行去除，对于那些可

能仅是暂时的，可能被未来的需求所消化的，甚

至可能孕育出国家竞争力的过剩产能要审慎对

待，严格根据市场机制进行甄选，真正做到让市

场成为决定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
第二，降低企业成本。当下中国企业制假造

劣，肆意排污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企业无法承担

高成本而向社会转嫁的结果，而企业之所以承担

着高成本，政府的税负过重是主要因素已经成为

大家的共识。确实，以 2014 年为例，中国的宏观
税负约为 37%，已经进入高税负国家的行列。
对此，中央正在加大减免增值税和所得税的力

度，未来有望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减负空间。在这
一点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承了供给学派主张

减税的观点，更重要的是，根据著名经济学家拉

弗所提出的“拉弗曲线”的内涵，伴随着减税过
程中税基的扩大，中央政府承担相应事务的能力

并不会因此被束缚。税负是政府给企业带来的
显性成本，可能相对容易解决，令人担心的则是

企业与政府打交道所产生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这

看起来相对隐性，解决起来可能更加棘手。事实
上，制度性交易成本可能在我国许多地方都比较

严重，可能带来的后果是随着东南沿海地区劳工

成本逐渐上升，一些加工制造企业为了避免制度

性交易成本，宁愿舍弃国内业已发展成熟的配套

基础而转向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投资办厂，
使得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的“雁行模
式”难以持续，进一步加剧资本外流。因此，中央
政府需要在顶层设计中体现出更多智慧，增加制

度透明度，避免寻租空间滋生。
当然，除了政府从自身出发降低税负和制度

性交易成本外，还可以借助市场力量进一步拓宽

企业降低成本的空间，这主要表现在:其一，放松

对最低工资的调控，根据市场情况将最低工资控

制在合理的区间，并且破除阻碍劳动力跨区域、
跨部门流动的市场壁垒，相应地，政府在建立统

一、公平的全国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应该更有作
为。其二，对影响物流、电力等上游行业和服务
部门发展的体制进行改革，破除垄断，释放物流、
电力等行业的市场活力。
第三，降低房地产库存。房地产库存积压属

于产能过剩的范畴，但是又不同于一般的产能过

剩，主要因为: 一方面房地产行业牵扯面广，水

泥、钢铁、玻璃等行业与房地产行业一荣俱荣，息
息相关;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

来源于土地出让收入，如果房地产库存长期积

压，将加剧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因此，降低房地
产库存就显得尤为必要。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
当前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发展存在着显著的结构

性问题，这表现在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行业发展

如火如荼，房价一路走高，而三四线城市的房地

产库存积压严重，有大量的成品房闲置。另一方
面，我们又要认识到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

政府不够尊重市场规律，长久以来盲目地进行建

设用地扩张，使得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
因此，针对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的手段

主要有:其一，必须在促进房地产业转型，形成长

期消费预期的基础上，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

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

化，扩大有效需求，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

并且通过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

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

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 另外，在

去库存中应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

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发展住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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赁市场，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

商品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鼓励发展

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业。
第四，防范金融风险。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

候，虽然存在各方面的风险，但往往会被人们所

忽视。中国已经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中
高速增长阶段，可以预期十三五及今后的较长一

段时期，要想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量的基础上仍

然保持以往较高的增速已经不太现实，这就决定

了前期经济发展中潜在的风险会逐渐凸显，甚至

成为诱发危机的根源。其中，最需要防范的就是
金融风险，而防范金融风险的重中之重在于积极

发展直接融资，拓宽投融资渠道，降低社会融资

成本和高企的杠杆率。在此目标下，重点从完善
股票、债券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入手，推动特殊股
权结构类创业企业在境内上市，丰富直接融资工

具，积极发展项目收益债券及可转换债券、永续
票据等股债结合产品;推进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

试点，规范发展网络借贷; 简化境内企业境外融

资核准等。
需要指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框架下重构未来经济增长新动力最重要

的一环，并且只有在处理好存量遗留问题的基础

上增加有效供给，才能形成新老交替的崭新局

面。但是，也要认识到，中国的结构性问题纷繁
复杂，即使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能也难以有

效地“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在十三五“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念指导下，在加
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还要注意两个方

面:一是拓展国内发展新空间。重点是形成沿
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横向经济轴带，培
育壮大若干重点经济区; 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践

行“互联网 +”行动计划，发展分享经济，实施国
家大数据战略。二是拓宽国际发展新空间。重
点是借助“一带一路”海外投资计划积极参与全
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中国在全球经

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

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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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romote Supply-side Structure Ｒeforms
by Improv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HEN Kunrong，JIN Gang
( School of Business，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China seeks potential and power to support th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long run，and the reform of supply-side structure is the best and most realistic choice． This paper verifies the necessity of choo-
sing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s a policy，and the necessity of enhanc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rather than capital invest-
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Furthermore，this article summarizes problems and possible solutions
during the reform process from three aspects such as technical efficiency，technical progress and allocative efficiency． As a con-
clusion，clarifying boundarie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in order to let the market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allocating re-
sources is the key of promoting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by enhanc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Key word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upply-side structure reforms; technical efficiency; technical progress; allocative effi-
ciency

—4—


